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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制
彭科，贾一鹤，梁茵栩，魏雨娇，廖桂贤

摘要 基于近20年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对建成环境和居民肥胖影响进行概述，总结

了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长程链影响关系，以及最受关注的建成环境要素等；在实证研究结

果基础上，梳理了促进体力活动与健康膳食的相关政策和实践探索，并指出了加强食物环境

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属性对应项机制的调节作用、重视建成环境感知的中介作用等挑战，以

期为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提供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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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突破 60%以后，长时间小汽车通勤、

久坐、高热量低营养食品摄入过量等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导致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oninfectious
chronic diseases, NCDS）风险直线上升，国家医疗

负担沉重[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保障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

政策”。保障人民健康离不开塑造健康的人居环

境，塑造健康的人居环境则需要人居环境理论的支

撑。在这一趋势背景下，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

响机制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2]。

作为国际公认的疾病风险指标，超重和肥胖与包括

新冠在内的 30余种常见疾病关系密切[3-4]，研究建

成环境对肥胖的影响机制是城乡规划响应国家健

康中国战略号召的积极行动。目前，我国从空间规

划角度介入慢病防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5-7]，

相关研究积累少。本文分析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

的影响机制。

1 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

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指出，

肥胖受到多维度、多层次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层

面的基因、生活习惯，家庭层面的经济条件、教育水

平、人口结构，社区和城市层面的物质空间环境，以

及区域国家层面的各种政策环境等[8]。从 20世纪

80、90年代起，社会生态理论开始被应用于西方的

公共健康领域[9]。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生态模

型是解释肥胖的有效模型。近 20年来，对居民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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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影响因素的关注逐渐从微观的个人因素转向尺

度更为宏观的物质空间环境以及政策环境，通过改

善建成环境对肥胖进行防控干预也作为经济合算

的慢病预防方式得到国际认可[10]。

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一个多维度的

概念，由密度、多样性、城市设计、交通可达性等多

方面的空间要素组成[11]。探讨营建健康人居环境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建成环境作为人居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导健康行为并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城

乡规划落实健康城市建设的落脚点。20世纪 90年
代，探讨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影响机制的研究在美

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陆续展开，其研究成果

为我国推动以减轻居民肥胖为目标的人居环境建

设提供理论支撑[12-13]。

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制属于长程链

影响关系。长程链属于一种因果传递关系，指的是

原因所引起的结果可再作为原因引起新结果。在

本文语境下，建成环境通过为居民的体力活动

（physical activity）和健康膳食（healthy diet）提供机

会或制造障碍，影响居民开展体力活动的强度和光

顾各类食品店的频率、购买食物的数量与品种。进

而，居民的体力活动与膳食行为又通过能量消耗与

积累影响人体能量平衡（energy balance）与身体机

能，最终导致居民个体之间肥胖水平的不同[14-17]

（图 1）。此外，对建成环境的感知也会通过影响居

民可以利用或希望消除的建成环境要素，影响体力

活动和健康膳食的开展。

图1 建成环境对肥胖的影响机制

2 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研究进展

在过去 20年中，关于建成环境对肥胖的作用

机制的文献数量不断增长。约 40%的文献在研究

该机制时量化衡量其中一种健康行为（体力活动或

健康膳食），另有约 60%的文献未量化衡量任何健

康行为，或者同时量化衡量这 2种健康行为。以发

达国家为研究地的文献数量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

中北美发达国家文献数量最多，其次是欧洲、大洋

洲以及亚洲。发达国家中最早并持续关心该议题

的是美国，随后，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也开始陆

续关注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韩国是亚洲

发达国家中最先关注该议题的国家。发展中国家

中首先关注该议题的是埃及与尼日利亚，其中文献

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在研究地域方面，以发达国家

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与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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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地域的文献均更为关注城镇建成环境对居民肥

胖的影响，仅少数文献聚焦于乡村地区建成环境对

居民肥胖的影响。国内外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聚焦

上海、杭州、武汉等一线或新一线的特大城市。在

研究人群方面，发达国家有超 70%的文献针对特

定年龄、族裔人群进行研究，譬如儿童、青少年、老

年或非裔、西班牙裔。2014年以后，以发展中国家

地区为研究地域的文献也开始关注某一特定类型

人群，譬如儿童、中老年人、成年女性等。

因此，对研究内容的回顾聚焦在 3个方面：建

成环境对居民肥胖产生影响、最受关注的建成环境

要素以及对于研究结果的争议。

2.1 建成环境—体力活动—居民肥胖

建成环境通过影响体力活动进而影响居民肥

胖这个领域最受学界关注，产出的论文数量也最

多。这一分支的研究通过衡量体力活动的强度或

频率，具体刻画建成环境通过影响体力活动进而影

响居民肥胖的机制。用人口/居住/开发密度[17]、多

样性[19]、设施可达性[20]等指标表征与体力活动相关

的建成环境，使用每周体育锻炼时间[17]与久坐行为

时间[21]等指标表征体力活动的强度。绝大部分文

献观察到建成环境与居民肥胖存在统计学意义上

的相关性（以下简称相关性或相关）。最受学者关

注的建成环境要素是社区步行环境质量（walkabili⁃
ty）、娱乐健身设施数量与公共开放空间数量。值

得注意的是，针对居住（或人口）密度是否影响居民

肥胖这一问题的研究，各文献之间达成的共识最

低。譬如，针对居住密度较低（282 人/km2）的圣地

亚哥县的研究发现[22]，居住密度提高，久坐时间增

长，体力活动水平降低，肥胖可能性增加。相反，在

居住密度 2.9倍于圣地亚哥县的洛杉矶县（812 人/
km2）开展的研究发现[23]，随着居住密度提高，每周

体力活动量增多，肥胖可能性反而减小。这说明在

密度不同的地区提高密度对促进体力活动有着不

同的影响。这些结果展现出了建成环境通过影响

体力活动进而影响居民肥胖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学界对体力活动的关注深刻地推动了用复合

指数衡量建成环境的技术进展。传统方法提出使

用街道连通性[24]、功能多样性[25]、开发密度[26-27]、城

市绿地[25,28]等要素表征促进体力活动的步（骑）行环

境。另外，部分研究者选择使用日常设施的类型和

空间分布描述步行环境质量，并生成基于单要素描

述的步行指数（walk score）[29]。传统方法忽视步行

环境质量的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问题，

导致其对步行环境质量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低[30]。

近年研究者使用多个要素系统表征步行环境质量

的复合特征[31-32]，并换算为基于多要素描述的步行

指数，为学者更好地研究环境暴露（exposome）提供

了便利。

2.2 建成环境—健康膳食—居民肥胖

第二支长程链通过衡量居民购买或摄入食物

的数量、类型等行为，刻画建成环境通过引导居民

的食物选择进而影响肥胖的机制。研究者使用食

物环境（food environment）[33]表征该支长程链所涉

及的建成环境要素，食物环境包括食物可获得性

（food availability）、食物可达性（food accessibility）、

食物可支付性（food affordability）和食物质量（food
quality）4个维度的研究内容。研究通常以样本人

群住所周边一定范围内食品店的密度[34]、数量[35]以

及食品店与样本人群的距离[36]等指标表征与食物

购买或摄入相关的建成环境，使用食品购买的金

额[37]、数量[38]等指标表征膳食健康程度。该类研究

大部分观察到建成环境与肥胖水平存在相关性。

该类文献中建成环境一般通过 2种途径影响居民

肥胖。一是当样本人群居住工作在大量“不健康”

食品店（以售卖“不健康”食物为主的食品店，譬如

快餐店、零食店、便利店等）周边时，居民肥胖风险

可能增加。最受学者关注的“不健康”建成环境指

标是快餐店密度（或数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文献均发现大量快餐店会增加儿童超重风

险[39]。第二种建成环境影响肥胖的途径是当样本

人群居住工作在提供大量健康食物的菜市场、中大

型超市（即生鲜超市）等周边时，居民肥胖风险可能

降低[40]。最受关注的“健康”建成环境要素是生鲜

超市数量（或密度）。与针对快餐店的研究相比，针

对生鲜超市与便利店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一致性更

低，一些研究认为生鲜超市与便利店都将增加居民

肥胖的严重程度[41]，而其他研究则认为生鲜超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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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肥胖无关[42]。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提出，不应当将门类繁多的

食品店一刀切地划分为健康和不健康两种类型。

例如，为了响应健康膳食的市场需求，西式快餐店

开始推出越来越多的健康食品，而大量其他类型的

中西餐馆所供应的食品中，高油、高盐、高糖的食品

比比皆是。在美国营养环境衡量调查（nutrient en⁃
vironment measure survey，NEMS）指南的引导下，许

多地区和城市开展了针对餐馆和街边小店食物品

种、价格和品质的健康评分（healthy index score），

譬如美国明尼苏达州新乌尔姆市（New Ulm）、堪萨

斯州劳伦斯市（Lawrence）等[43]。评分的做法可以

更精确地刻画出食品店健康程度的高低，为消费者

的消费选择提供了更多信息。譬如，堪萨斯州劳伦

斯市餐馆健康程度评分区间是 3~17，分值与餐馆

的健康程度成正比[43]。

2.3 建成环境—体力活动+健康膳食—居民肥胖

前面 2支研究的共同局限性是只研究单一中

介因素。居民肥胖水平同时受体力活动和健康膳

食 2条长程链的影响，仅研究其中一条链可能会误

判建成环境在影响居民肥胖中所扮演的角色。同

时关注体力活动和健康膳食的研究分为 2类，第一

类研究仅研究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未量化

处理作为中介影响因素的体力活动和（或）健康膳

食。这类研究大部分观察到建成环境与居民肥胖

水平相关。第一类文章中，公共开放空间、街道连

通性、人口密度是学者关注最多的建成环境变量。

虽然未量化处理任何中介影响因素，但这类研究均

认可建成环境通过体力活动与健康膳食共同影响

居民肥胖的机制。这类研究的研究争议以及未阐

明的问题主要在于建成环境究竟是通过更大程度

地促进体力活动从而促进能量消耗，还是通过更大

程度地增加不健康食物摄入从而促进能量摄入。

如 Cochrane等[44]针对 10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住在

街道连通性更高、公共交通更方便、餐馆离家更近

的地方的人肥胖概率更低。但 Fiechtner等[45]在美

国马赛诸塞州的研究结果与 Cochrane相反——住

在离超市、休闲娱乐场所更近的地方的居民肥胖几

率更高。说明在街道连通性提高、与食品店距离近

的情况下，促进步行、提高体力活动水平的同时也

可能会加剧对高能量低营养食品的摄入。

正因为建成环境各要素是作为一个整体对肥

胖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地区的建成环境多数情况下

通过健康膳食影响居民肥胖，那么只聚焦体力活动

对肥胖的影响得到的研究结论则不完全具有解释

力。这一分支下还有一类研究将体力活动和健康

膳食二者作为明确的中介影响因素同时引入模型

分析，更全面地刻画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路

径。大部分研究观察到建成环境与肥胖相关。相

较Cochrane等不纳入中介变量的做法来说，同时纳

入 2种中介变量的研究能够肯定究竟是哪一个中

介影响因素（健康膳食或体力活动）对居民肥胖起

主要作用——有时与健康膳食相关的建成环境要

素更能解释肥胖水平的高低，而有时与体力活动相

关的建成环境要素更能解释肥胖水平的高低。比

如，Lin等[46]在上海的研究表明，随着餐馆数量增

加、儿童休闲体育活动增加，BMI也增加，但公园对

休闲体育活动的强度不产生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靠

近娱乐设施的地方餐馆较多。表明与健康膳食直

接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如超市、便利店）和与体力

活动直接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自行车道、步行指

数）同时影响居民肥胖的文献数量极少。如 Choo
等[47]在韩国研究发现，快餐店和便利店数量增加，快

餐、含糖饮料的消费增加，体力活动减少，BMI增高。

上述 3个分支的研究结果均有力地证明建成

环境与居民肥胖息息相关。建成环境—体力运动

—居民肥胖这一支研究的结果最支持政策制定者

对建成环境进行干预，其次是建成环境—体力运

动+健康膳食—居民肥胖（未量化衡量体力运动和

健康膳食）和建成环境—体力运动+健康膳食—居

民肥胖（量化衡量体力运动和健康膳食），建成环境

—健康膳食—居民肥胖对建成环境影响慢病风险

提供的证据支持则是最薄弱的。在所有影响建成环

境的要素中，最受关注的建成环境要素是社区步行

环境质量和生鲜超市可及性（数量）。另外，研究街

道连通性和人口密度的文献数量也较多。研究争议

主要在于：同一建成环境在不同场景下对肥胖的影

响不同，在某些场景下可以促进居民肥胖，而在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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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下反而会抑制。总体而言，同时量化体力运动

和健康膳食是解决争议的一种新探索，但由于模型

的复杂程度提高，因而面临数据搜集成本高的问题。

2.4 建成环境影响居民肥胖路径的复杂性

建成环境影响居民肥胖研究的复杂性与该议

题研究存在阈值效应有关。这里的阈值效应指的

是——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或者致肥行为的影响

随着环境特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环境特征超过

一定阈值时，肥胖的发生率会显著增加或减少。如

在基于 2004—2015 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数据的研究中[48]，孙斌栋等[49]观察到，人口

密度度与居民腹部肥胖呈 n型关系，2处拐点分别

为 1.2 万人/km和 5 万人/km。即当人口密度低于

12000 万人/km时，人口密度与腹部肥胖呈正相关。

当人口密度在 1.2~5 万人/km之间时，与居民腹部

肥胖呈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尹春等学者对我国农

村地区的观察一致。Yang等[50]的研究中观察到街

道绿化对老年人外出步行倾向具有非线性效应，当

绿视率小于 0.24时，街道绿化与步行倾向呈正相关

关系；但当绿视率超过 0.24时，这种正向关联逐渐

消弭。类似地，刘吉祥等[51]也观察到，通学距离、学

校和家附近的建成环境要素（土地利用混合度、道

路交叉口密度、容积率等）均对青少年步行通学倾

向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阈值效应。阈值

研究可以帮助规划部门制定更明智的空间决策，最

大程度地实现减轻居民肥胖的目标，并最小化改善

空间所付出的公共成本。

3 改善建成环境降低居民肥胖风险
的实践与探索

在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许多地区、城市

开展了相关实践探索（表 1）。城市和社区层面的

实践探索主要反映在营造环境友好的体力活动场

所、管理保障体力活动安全、营造健康的食物环境、

保障安全的食品环境4方面。

表1 促进体力活动与健康膳食的政策实践探索

体力

活动

健康

膳食

空间政策

生态

环境与

开放

空间

体育

活动

设施

步行/
骑行

设施

超市、

菜市场

规划景观空间格局，考虑城市自然和生态规划[52-53]

改善社区植被模式、空气、水质[55-56]

增加公园或其他开放空间的数量、面积和密度[54,58-66]

增加体育活动设施数量、密度[66,68-69]

根据人群需求提供差异化的设施[59,70]，如专门针对儿

童的保育设施[57,71]

改善街道环境[19,56,72]，如增设人行横道灯，加宽人行

道[73-74]、合理的坡度设计[20]

建筑立面美化[76]

增加生鲜超市、菜市场、健康食品餐馆的数量

或密度[62,68-69,78-82]

在规划许可中提出容积率奖励的方法，鼓励在开发

项目建设中大型生鲜超市与社区菜市场[85]

摸排没有生鲜超市/菜市场的社区，在无生鲜超市的

社区中鼓励设置生鲜超市和社区菜市场[89-90]

非空间政策

立法

监查

收费

执勤

监测

宣传

立法

宣传

制定针对生态环境与开放空间的地方

保护法规[54]

增强儿童在游戏区的安全监督[57]，如安装监控

摄像头、配备专业的安全管理员、

在醒目位置标明安全注意事项等

交通拥堵收费[67]、停车分时段计价收费

道路交叉口执勤、划定前往设施的安全路线[54]

关注人口快速增长地区久坐趋势的增长情况[17]

提高公立学校在闭校期间作为城市体育活动

场馆的大众知情度[75]

针对公立学校体育馆开放免费的室内

步行项目[77]

强制要求餐馆提供关于食物营养、

热量信息[83-84]

禁止在餐厅食品中添加反式脂肪酸等

不健康添加剂[86]

鼓励商店为健康商品提供更多的货架空间，将

农产品摆放在入口醒目位置[87]

在学校周边限制户外垃圾食品广告的投放[88]

鼓励学校在课外时间用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代不健康的零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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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营造友好的活动场所，增加出行活动机会

梳理过往研究发现，促进体力活动的空间政策

大多聚焦微观和中观尺度，关注最多的是改善社区

步行环境质量[19,74,76,81,100-113]，如加宽人行道，增设人

行横道灯[73-74]，打造街道绿化景观，提高社区美

学[56,76,114]等，其次是增加公园绿地和开放空间的面

积、数量、密度[54,58-66]等。也有少量涉及区域和城市

尺度的空间政策，如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115]，城市

景观格局规划[52]等。因地制宜开展有特色的城市

空间设计、提高空间美学对促进体育活动起着重要

作用，如大连市根据当地丘陵地形开发山体景观、

设计与景观相协调的斜坡式道路，有效促进了体育

活动的开展，降低了居民肥胖程度。增加目的地可

达性、街道连通性[44,108]也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步行从

而促进体力活动，如缩短公交站之间的距离来鼓励

步行出行[44]。再如重庆市江北区提倡的“小街区、

密路网”模式，提高了路网连通性，有效促进了老年

人的步行出行[116]。

3.2 管理保障活动安全，提高出行活动频率

欠缺活动场所是导致居民体力活动量较小的

主要原因。另外，大量的机动车也使人们对于老人、

儿童的外出安全问题感到担忧，这都不利于提高体

力活动量。减少车辆使用特别是穿越居民区的交通

流量能促进体力活动，降低居民肥胖风险[117]。这方

面典型的措施包括监测交通流量、对交通拥堵进行

收费、对街边停车设施收取高额费用[19]、支持良好的

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系统等[109-110,118-120]。例如，

2003年伦敦开始征收交通拥堵税。伦敦交通局

2008年发布的“交通拥堵费”政策评估报告显示，这

一政策使伦敦市中心的交通流量减少21%。长沙市

2019年颁布《长沙市非机动车交通组织设计指南》，

该指南为“轨道+公交+慢行”公共交通接驳系统提供

了非机动交通组织设计的样板模式，促进了市民健

康绿色安全出行。在游戏区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

安全监督，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安全[57]的同时

有助于促进儿童体力活动，如将游戏区设置在视线

通透处，使用特殊铺地图案区分不同区域的活动区，

安装街道监控和护栏，设置安全标识[121]等。此外，还

可以增加学校体育馆在周末对公众开放的知情度，

以促进体育场所的充分使用[75,77]。

3.3 空间扶持健康食品店，营造健康的食物环境

国外已有大量研究提出促进健康膳食的空间

政策，其中建议最多的是增加超市、农贸市场等健

康食品商店的数量或密度[62,68-69,78-82]，其次是控制不

健康食品商店的数量、密度和到重点管控地段（学

校）的距离[35,79,92-96]。虽然空间规划很难直接约束不

健康食品店数量以及位置，但增加健康食品店的数

量以及优化其选址相对容易实现。依托传统物流

链和实体经营的传统菜市场与生鲜超市具有营养

学视角上的公共卫生意义，需要空间政策支持与公

共资金扶植。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城乡规划系健

康城市方向教授Moudon[122]指出，“生鲜超市是否位

于社区中心对肥胖水平影响重大。生鲜超市的空

间布局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调控，而是应该在场地、

资金方面享受政府的保护补贴，补贴生鲜超市跟补

贴医院、地铁等公共市政设施一样同等重要”。我

国对生鲜食品的规划扶持已经开始，如杭州、长沙

等多个城市编制了农贸市场专项规划，其中青岛市

针对现存农贸市场规模不足、分布不均衡、市场公

益性不足等问题，按照市区中心农贸市场与社区农

贸市场 800米社区覆盖率达到 98%的目标，补充服

务盲区，规划了358处农贸市场[123]。

表1 促进体力活动与健康膳食的政策实践探索（续）

健康

膳食

空间政策

垃圾

食品店

控制垃圾食品店数量、密度、以及这些食品店与重点

管控区（学校）的距离[35,79,92-96]

非空间政策

补贴

监测

支持本地健康食品进入市场，包括减免税、

低成本贷款、扶贫采购等[80,97]

生鲜超市补贴[80]

对餐馆的健康程度打分[98]

监控不健康食品店与健康食品店的比例，

学校内部自动售货机的有无[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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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不健康食品监管，保障安全的食品环境

在空间上直接管控不健康食品店并不现

实[124]。因此，一旦确定要制定面向不健康食品店

的政策，通常的政策不是减少这些食品店的空间可

达性，而是用非空间政策替代，譬如监测垃圾食品

暴露风险[125]，监控不健康食品店与健康食品店的

比例[74,99]，以此将不健康膳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我国对不健康食品的监管主要依靠市场监管局等

政府部门，如黄石市重点聚焦校园周边和网络餐饮

2大领域开展食品安全治理专项行动，全市幼儿

园、中小学校已全部划定为食品摊贩禁售区域范

围，并加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审核管理[126]；

宝鸡市太白县以熟食店、炸鸡店等主营煎炸食品的

餐饮店为重点，对食用油质量进行抽检，杜绝煎炸

食物不规范用油对健康造成的伤害[127]。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也有多个城市制定了相应

的非空间措施保障健康食品的质量，从各个方面引

导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规范运营。譬如宁波市

2021年 8月起施行的《宁波市菜市场管理条例》中

指出市场管理监督部门将按照市场建设管理规范，

对菜市场定期组织监测和评价[128]；东莞市新增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专项资金，用于全市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补贴[129]等。

4 展望

既往研究[130]已从提高模型精度、减少研究偏

误方面提出优化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影响机制研

究的多项策略，包括开展纵向研究、纳入态度偏好

因素等。本研究从夯实长程链的角度对未来实证

研究工作提出以下4点展望。

4.1 加强食物环境研究

食物环境通过引导健康膳食进而影响居民肥

胖，但以亚洲为研究地的文献中仅有约 3成文献关

注食物环境，以中国为研究地的文献也仅有 3成关

注食物环境。如果缺失“建成环境—健康膳食—居

民肥胖”这一长程链的研究，将削弱“建成环境—体

力活动—居民肥胖”长程链研究结果的信服力。

Stowe等[131]观察到步行环境质量与青少年肥胖的关

系在城市、农村、城乡混合地区差异较大。居住在

更适宜步行的环境将鼓励体力活动、减少久坐，降

低肥胖风险。但是，适宜步行的城市地区在促进体

力活动的同时可能增加居民获得高热量、低营养食

物的机会[132]。我国不同功能的空间混合使用程度

高、体力活动与健康膳食空间重合度高，单纯从体力

活动角度构建的理论模型难以解释垃圾食品多地区

的居民肥胖水平。食物店属于消费性设施并不意味

着食物环境的功能布局只能交由“市场之手”。不同

层级的建成环境要素之间存在嵌套影响关系，譬如

容积率、建筑密度、街道连通率与食品商店的密度、

类型息息相关[124]。这意味着未来的食物环境研究要

立足于对影响食物环境的建成环境要素的研究，以

切实提高食物环境的空间治理力度。

4.2 重视社会经济属性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

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可能因为社区层

面或个体居民层面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而存在相

当大的差别，认清社会经济属性的调节影响对城乡

规划提出差异化的健康城市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

义[133]。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通常以收入低、

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在社区总人口中的占比来衡

量。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通常通过性别、收入

等多个变量进行衡量。多项研究中均揭示出社会

经济属性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Hagani等[134]在

以色列 3个城市海法（Haifa）、莱锡安（Rishon LeZi⁃
on）、比尔谢瓦（Beer Sheva）的研究发现，只有在低

收入城市比尔谢瓦（Beer Sheva）才能观察到青少年

超重/肥胖与建筑环境要素相关。Lee等[135]针对韩

国的研究发现，社区建成环境与居民肥胖的关系因

个体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存在差别，年龄在 40到
59岁之间的男性是否肥胖与住所离体育活动设施

的距离以及人口密度均有关，而 60岁以上的男性

是否肥胖仅与住所离公交站的距离有关。反差较

大的是，40~59岁之间的女性是否肥胖与各项社区

建成环境因素均有关，而 60岁以上女性是否肥胖

与任何一项社区建成环境因素均无关。这可能说

明中年女性对社区建成环境的依赖程度相较于高、

中、老年男性而言更低，而老年女性对社区建成环

境的依赖程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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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既往研究也证明社会经济属性会导致建成

环境对肥胖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如林静等[136]基于

广州市28个社区的研究发现，只有在社会经济地位

低的社区可以观察到邻里建成环境与体育锻炼的强

度有关，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对社

区建成环境资源利用能力不足，而且活动受限。相

较银龄社区，我国的青年社区更可能面临“双重剥

夺”的困境。一方面随着食品类消费产业的发展，餐

饮外卖行业为年轻人提供更为便捷的垃圾食品外食

渠道，另一方面，体力活动向脑力活动转向、久坐办

公时间长、休闲娱乐活动电子化等导致年轻人缺乏

机会或不愿意投入充足时间进行体力活动。因此，

通过优化建成环境降低肥胖水平的政策需要根据邻

里主导人群的社会经济属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投放，

尽可能减少盲目投放带来的资源浪费[74]。

除了上述个人和社区经济属性[136-137]的调节作

用，城乡差别[49,138]、土地覆被[139]等建成环境变量也

是重要的理解（其他）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影响的

调节变量。总之，采取差异化政策措施，根据建成

环境的特征制定不同的空间政策，需要更深入地理

解建成环境—肥胖中起“阀门”作用的调节变量，以

增加空间政策发挥作用的精准程度。

4.3 重视建成环境感知的中介作用

尽管在社区中新建公园、步行道有利于降低肥

胖水平，但仅从本综述结果来看，体力活动对这些

建成环境要素的响应并不稳定。建成环境感知

（perception）理论认为发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人们

没有感知到那些能够促进体力活动的建成环境要

素。第一，对建成环境的感知具有空间阈值，有美

国研究表明与 1~2 km、3~5 km范围相比，人们对

2~3 km范围内建成环境要素的感知与实际情况符

合度最高[38]。美国平均出行距离比中国长，对我国

居民而言，半径 1~2 km范围是能够较准确感知建

成环境要素配置（数量、类型）的阈值。第二，有研

究表明居住在商业、娱乐设施密度更高地区的居民

对建成环境的设施感知与实际情况更匹配。这说

明对低密度地区而言，建成环境要素对肥胖的解释

力可能更弱，因为生活在低密度的居民更难以克服

空间阻抗感知建成环境要素。第三，特定人群对建

成环境的感知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140]，低收入人

群对士绅化（gentrification）建成环境（譬如有机食

品商店）的感知与实际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141]。

此外，我国居民对建成环境的感知范围呈现朝向社

区生活圈中心的向心发展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偏

好用（以家庭住址为中心的）半径 1~2 km的圆刻画

居民感知范围有较大区别。总之，与致肥环境感知

相关的议题也将成为我国检测环境对居民肥胖影

响机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些议题包括感知范

围的大小、感知程度因环境密度、人群社会经济属

性差异体现出的分异性等。

4.4 其他研究挑战

第一，跟以社区、邻里为分析单元的城市研究

不同[142]，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影响的研究主体是

个人，需要测量居民个体体重、腰围、血压、血糖等

身体测量和生化指标。有些研究采集居民个体健

康数据和（或）建成环境数据时仅使用受访者自述

数据而非利用仪器和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客观测量，

容易造成研究偏误[46]。第二，将基于居民个体得到

的实证研究结果应用到城乡规划工作领域，需要将

个体层面的干预措施转译为社区层面集体行动。

第三，近五年来，无论是在体力活动链领域还是在

健康膳食链领域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纵向研究。

国内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建成环境变化剧烈，这对研

究者在较短的研究窗口期开展纵向研究提供了契

机。但是相较于可以快速搜集数据的横截面研究

法，纵向研究需要多年份的样本数据，样本流失、样

本匹配性差等问题也增大了开展纵向研究的难度。

第四，有些文献将行为变量（如交通出行方式[143]）

或社会环境变量（如犯罪率）等同于建成环境变量

进行使用，混淆了行为变量、社会环境变量与建成

环境变量的概念界限。需要明确的是，行为变量和

社会环境变量只是空间规划者希望达成的结果，建

成环境变量才是体现空间规划者价值的要素。

4.5 研究结果对各层级空间规划的启示

绿地、多样化的公共体育设施这些促进体力活

动最终促进身体健康的空间举措已经在各地城市

总体规划中逐步落实。本研究呼吁接下来要在城

市总体规划的愿景（vision）和目标中加入对健康食

114



科技导报2024，42（3） www.kjdb.org

物环境的考虑。譬如，大型绿地和公共开放空间可

以兼作“可食空间（edible space）”之用，在城市总体

规划中需要有专门的章节讨论有利于健康食物储

存、转运空间的预留以及统筹布局的方式等。另

外，城市总体规划还可以对详细规划层面需要达到

的体力活动和健康膳食的目标进行规定，譬如美国

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市明确地将“10
分钟社区菜园（community garden）”的目标写入城

市总体规划的做法[144]。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虽然

无法直接决定开店的类型，但它可以在“一书三证”

环节对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和生鲜超市的开发更新

项目进行容积率奖励。控制性详细规划还可以通

过对菜市场、农贸集市用地开展永久性保护[144]，减

少这些健康设施被“清退”的风险。本文关于调节

变量的研究结果回顾对因地制宜开展社区生活圈

规划提供了依据，即需要根据生活圈的分型（按城

乡、年龄分型）配置差异化的设施，譬如公共健身场

所、绿地、步行道和菜市场等。城市的日常运维和

管理工作中，除了定期检查和维护步行道、自行车

道等此类常规化的手段外，还需对容易致肥的地区

提出精准补偿措施，譬如要在学校内提供更健康、

更新鲜、在价格上更有吸引力的食物，以部分抵消

学校外部各种油炸食品店、甜品店对学生的吸引

力。宜食城市可以把对于健康食物环境的定义、政

府的承诺、市民的责任写成城市约法，作为建设食

物和谐社会的共识。在中小学由老师向孩子们讲

解，作为公民教育内化于青少年的价值观中。要鼓

励学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性的规划标准和规

范。例如，对于独立占地的、大规模的空间和配套

设施（例如城市绿地、生鲜超市）要进一步明确可以

预防肥胖的建设标准和规范条文。还要鼓励针对

小、碎、垂直空间开展以绿色种植、健康疗愈、放松

锻炼等为目标的规划标准和规范的研发制定，充分

利用建筑建造、厨余垃圾处理、雨污水处理等领域

技术的研发创新，指导更新时代的健康城市建设。

5 结论

在回顾近 20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 3条主要建成环境—肥胖长程链的研究成果

与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说明居民肥胖水平与建成

环境息息相关，建成环境对肥胖的影响是值得规划

科技工作者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的领域。在我国，开

展该领域研究需要检视建成环境在体力活动与健

康膳食 2方面对居民健康产生的共同影响，为政府

精准投放公共设施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在针对不

同类型社区出台不同的空间与非空间政策“组合

拳”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独特性，

将促进居民健康与促进消费、碳减排等目标进行更

好的融合。不但要保障体力活动设施的基础水平，

还要根据社区类型及主导居民的需求，提高设施品

质的人群针对性。对于垃圾食品店林立甚至已经

成为特色美食街区的地段，不但要对垃圾食品店的

数量比例进行监控，还要从体力活动侧和健康管理

侧向居民提供更多健康生活方式的引导，降低不健

康食品带来的肥胖风险。建成环境对居民肥胖的

影响机制研究是健康城市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未来

仍然需要大量实证研究的投入，为健康城市实践提

供科学依据，助力健康、公平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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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obesity

AbstractAbstract With chronic 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becoming the main disease burden and cause of death for Chinese
residents, shaping a built environment to reduce obesity through spatial strategies has become a new task for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o guide healthy lifestyl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obesity
among residents in the past 20 years.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obesity among residents,
summarizes the long-term chain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obesity among residents, and highlights the factors of built
environment that researcher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y diet were sorted out, and challeng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food environment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nd emphasiz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built environment were pointed out,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healthy
city construction.
KeywordsKeywords overweight; long-range causal link; community; neighborhood ●

（责任编辑 卫夏雯）

PENG Ke, JIA Yihe, LIANG Yinxu, WEI Yujiao, LIAO Guixi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122


